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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诊疗进展

冯彦杰　李敬东　李强　龚财芳　陶计林

【摘要】　近年来，随着器官保存、手术技术、围手术期管理及免疫抑制方案的发展，肝移植手术成功率和

受者生存率明显提高，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但胆道并发症依然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尤其是胆道吻合口狭窄，严重的胆道吻合口狭窄不仅会增加治疗成本，还会导致移植物丢失，甚至影响受者生存

率。因此，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及时诊断和治疗对于提高肝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至关重要。本文就肝移植术后胆道

吻合口狭窄的危险因素、临床症状、诊断及治疗进行综述，以期为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研究和诊疗提供

新的思路，进一步提高肝移植手术效果和受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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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  preservation,  surgical  techniques,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immunosuppression regimens, the success rate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survival rate of the recipi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Liver transplantation has become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end-stage liver
disease.  However,  biliary  complications  still  commonly  occu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specially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Severe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cost  of  treatment,  but  also lead to  graft  loss  and
even affect the survival rate of recipients. Therefore, time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risk  factors,  clinical
symptom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reviewed,  aiming  to
provide novel ideas for the researc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further enhance clinical efficacy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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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Starzl 教授成功完成了首例肝移植，也证

实了该手术在人类中的可行性[1]。随着器官保存、手

术技术、术后监护及免疫抑制方案等的飞速发展，肝

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率明显提高，目前肝移植已成为终

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2]。但术后胆道并发症的

防治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约 50% 为胆道狭

窄，其中又以胆道吻合口狭窄最为常见[3]。胆道吻合

口狭窄定义为吻合口 1 cm 以内的狭窄，会导致移植

物丢失，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因此，对于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诊疗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就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危险因

素、临床症状及诊疗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提高肝移植手术效果及受者术后生存质量提供参考。 

1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危险因素
 

1.1    胆道吻合技术

在肝移植胆道重建中，不同的吻合术式、缝合方

式、缝线种类及手术人员等对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发生

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吻合方式主要包括胆管端端吻

合、Roux-en-Y 肝肠吻合、胆肠吻合、T 管及支架吻

合等，尽管不同术式对吻合口狭窄的影响尚无显著区

别，但目前更倾向于胆管端端直接吻合，因为这样便

于保留自身肠道的连续性，同时也给潜在并发症的治

疗留下余地[4]。而 T 管因为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已被

淘汰[5]。在儿童肝移植中，由于原发病多为胆道闭

锁，Roux-en-Y 肝肠吻合成为首选[6]。Prieto 等[7] 研究

显示，在原位肝移植术中分别采用肝肠吻合和端端吻

合，两组的胆道吻合口狭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Eslami 等[8] 研究也显示，采用不同的吻合术式，

胆道吻合口狭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缝合的方

式主要分为间断缝合、连续缝合及间断结合连续缝

合。Saxena 等[9] 的研究中，556 例肝移植术采用肝肠

吻合，缝合方式分别采用连续缝合（88 例）和间断

缝合（468 例），最终发现两组吻合口狭窄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连续缝合具有速度更快、更经济

的特点。胆道吻合的缝线选择目前尚无标准，有研究

回 顾 分 析 311 例 患 者 ， 分 别 使 用 不 可 吸 收 缝 线

（173 例）和可吸收缝线（138 例），结果发现可吸

收缝线在术后 1 个月内易发生胆道吻合口狭窄，而不可

吸收缝线在术后 1 个月后易发生胆道吻合口狭窄[10]。

胆道重建需要保证胆道吻合口无张力、通畅及周围血

供完整等[11]，因此术者的技术及经验至关重要，但目

前缺乏术者方面对吻合口狭窄影响的研究。 

1.2    受者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

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 iver
disease，MELD）评分是根据患者血胆红素、凝血酶

原 时 间 国 际 标 准 化 比 值 （ p r o t h r o m b i n   t i m 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PT-INR）、血清肌酐及

肝病病因来进行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肝病越严重，该

评分系统在世界范围已经得到了广泛采用[12]，不仅可

以预测肝移植等待名单上患者 3 个月的病死率，还能

用于分配供肝[13]。Dumortier 等[14] 对 783 例患者进行

回顾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 MELD 评分是胆道吻合

口狭窄的重要危险因素，可能是因为越严重的肝病越

容易引起胆道吻合口狭窄。 

1.3    胆道缺血

胆道的血供大部分来源于肝动脉，这是因为解剖

结构中肝外和肝内胆管树周围的血管丛都起源于肝动

脉[15]。有研究显示，肝动脉血栓形成是胆道吻合口狭

窄的独立危险因素[8,16]，这可能与血栓形成导致的胆

道缺血有关。Chikkala 等[17] 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

在右叶肝移植中分别与受者肝左动脉吻合和肝右动脉

进行吻合，最终显示肝左动脉组晚期胆道狭窄发生率

较低，可能是因为肝左动脉吻合组的血管对合更好，

从而血供更充足。因此，胆道缺血可能是造成胆道吻

合口狭窄的重要原因。 

1.4    胆　漏

胆漏易发生在胆道吻合口处，其发生可能与胆道

吻合技术、胆道血供及供肝的保存等相关。胆漏不仅

是肝移植术后的并发症，同时也是胆道吻合口狭窄的

危险因素[18]。胆漏可能会引起局部炎症和纤维化，从

而进一步导致胆道吻合口狭窄[19-20]。 

1.5    其　他

除上述因素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相关因素：

（1）酒精性肝硬化是与胆道吻合口狭窄相关的移植

前因素[5]，可能是因为营养状况较差，影响伤口愈

合，从而导致胆道吻合口狭窄；（2）供肝脂肪变性

（≥30%）提高了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可能性[14]，脂肪

变性可能减少了肝脏的血流量从而导致胆道缺血，进

一步造成了胆道吻合口的狭窄；（3）移植后淋巴组织

增生性疾病（post 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因免疫抑制引起淋巴增生障碍，

从而导致胆道吻合口狭窄 [ 2 1 ]；（4）活体肝移植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的胆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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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发生率是尸体肝移植（deceased donor l iver
t ransplanta t ion ，DDLT）的 2~3 倍 [ 3 ]，因而在

LDLT 中胆道吻合口狭窄更常见[22]；（5）冷缺血时

间（cold ischemia time，CIT），研究显示 CIT 过长

是胆道吻合口狭窄的重要因素[23]，可能与缺血-再灌

注损伤相关；（6）急性排斥反应，可能是因为急性

排斥反应时会释放炎症因子损害胆管上皮细胞，从而

导致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发生[8]。 

2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临床症状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临床症状早期可能不明显，仅

表现为肝功能异常（主要是血清胆红素升高）或影像

学检查阳性，但也可能会出现上腹隐痛、黄疸、发热

及全身瘙痒等症状，随着狭窄加重还可能发展为胆管

炎、败血症和肝脓肿[24]。此外，胆道吻合口狭窄还可

能引起胆管结石的形成，使肝内胆管扩张，进一步损

害肝功能，逐渐导致肝硬化，甚至还可能因结石的长

期刺激而引起癌变。 

3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诊断

肝移植受者的症状及体征并不能作为诊断胆道吻

合口狭窄的标准，需要结合实验室检测及其他相关检

查。当实验室检查结果为胆汁淤积时（血清胆红素升

高），使用腹部超声、CT、MRI、磁共振胰胆管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或经皮

穿刺肝胆管造影术（percu taneous   t ranshepa t ic
cholangiography，PTC）来评估胆道系统可能是最适

合的，当没有肝实质损伤时一般不使用肝穿刺活组织

检查[25]。但在长期狭窄的情况下可考虑行肝穿刺活组

织检查，可以观察到肝内胆汁淤积、胆管扩张及细小

胆管增生。

在非侵入性检查中，腹部超声由于无创、经济、

方便等特点成为了影像学中的首选检查，它能初步发

现胆管的扩张，从而确定是否有吻合口狭窄[26]。但相

较于其他影像学检查，超声会受到气体及组织的影

响，因此当出现阳性结果时，需要进一步检查明确。

因为 CT 对狭窄的显示较差并且还具有辐射性，所以

不被当作吻合口狭窄的常用检查，而 MRI 和 MRCP
都能清晰显示胆道系统，因此能够容易地发现吻合口

的狭窄，同时在胆管成像方面 MRCP 具有更大的优

势。有研究表明 MRCP 和腹部超声诊断肝移植术后

胆道并发症的准确率分别为 100% 和 66%[27]，这表明

使用 MRCP 检查胆道吻合口狭窄更为准确，但考虑

到 MRCP 的昂贵费用，可将其作为腹部超声检查后

的第二选择。

当无创检查无法确诊狭窄，但实验室检测结果又

高度怀疑狭窄存在时，可使用侵入性检查进一步明

确。ERCP 作为一种侵入性操作，通过人体的自然腔

道，可直视口腔至十二指肠内部的情况，能通过

Vater 壶腹部注射造影剂至胆管进行造影从而对胆道

吻合口狭窄进行诊断，但对于位置较高的胆管诊断效

果较差。在 ERCP 基础上使用胆道镜能直接进行可视

化诊断[28]，但对于细小的胆管诊断效果较差，并且费

用及不良事件都高于 ERCP。同样的，在 ERCP 基础

上还能联合使用胆道超声，将超声探头放入胆道来对

吻合口狭窄进行诊断，不仅避免了注射造影剂，还提

高了诊断效果。但 ERCP 后胰腺炎的发生率较高，因

此以上方法都需要慎重选择。当无法通过内镜检查

时，还能采用 PTC，在超声或 CT 引导下使用穿刺针

经皮肤穿刺进入肝内胆管，再注射造影剂至胆管进行

造影，能够清晰显示胆道狭窄的部位及形态。研究表

明 PTC 对胆管的显示优于 ERCP 和 MRCP[29]，因此

PTC 更容易发现胆道吻合口狭窄，但 PTC 有更大的

创伤和风险，所以一般不作为优选。 

4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治疗

胆道吻合口狭窄的治疗已经由曾经的手术治疗逐

渐转变为微创治疗，其中 ERCP 作为治疗的基石，得

到了广泛使用[30]。在 ERCP 技术支持下进行球囊扩张

和支架植入是治疗吻合口狭窄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

法[31]。支架植入作为治疗的关键一环，其中主要包括

使用单次塑料支架、多次塑料支架及全覆膜自膨式金

属支架。有研究显示，单次塑料支架的狭窄消退率

为 61%，多次塑料支架和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的狭

窄消退率为 88%，但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的迁移率

更高（19%）[32]。大多学者认为多次塑料支架因需多

次 ERCP，所以治疗成本更高及不良事件更多，但有

研究表明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的高迁移率增加了治

疗成本和再治疗率[33]。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型全覆膜

自膨式金属支架，这种支架（Kaffes 支架）的狭窄消

退率为 81%，具有抗迁移功能，从而降低了再治疗率

和成本[34]。英国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具有抗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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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适合用于胆道吻合口狭窄

的治疗，并且是高效且安全的[35]，因此 ERCP 中使用

抗移功能的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可以作为目前内镜

下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的有效方案[36]。ERCP 联合胆

道镜不仅可以提高 ERCP 插管的成功率，还能观察吻

合口狭窄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炎症轻重进行分型[37]，对

指导治疗发挥重要作用。还有研究表明在胆道镜引导

下进行球囊扩张联合糖皮质激素注射治疗胆道吻合口

狭窄是可行且安全的[38]，但目前缺乏与支架治疗之间

的对照试验。

当内镜干预失败时，PTC 可作为补充技术来治疗

狭窄[39]，该方法经皮直接进入胆道，能行胆道引流减

轻梗阻。在伊朗 Shiraz Namazi 医院介入放射科，使

用经皮肝内放射介入（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radiological interventions，PTRI）技术来治疗肝移植

后吻合口狭窄，该技术包括球囊扩张、金属支架和导

管内外塑料支架植入，成功率高（91.2%）且并发症

少[40]。还可以使用 Rendezvous 技术将内镜和 PTC 相

结合，通过两个不同入路到达同一狭窄部位，最终实

现交会[41]，从而来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为内镜插管

失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

同样的，针对胆道吻合口完全狭窄还可以使用磁

压榨吻合（magnetic compression anastomosis，

MCA）技术，通过内镜和 PTC，在狭窄的上方和下

方分别放上磁体，通过磁力来压迫狭窄部位实现再

通，然后通过多次检查确定再通后再置入支架，从而

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有研究证明 MCA 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式[42]，但它的操作比较复杂且还没有统

一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当无法通过微创的方式成功治疗时，手术翻修将

成为最后的治疗手段，以此来避免再次移植[43]。通过

外科手术解除狭窄，再次进行胆道重建，主要的方法

包括胆管端端吻合、Roux-en-Y 肝肠吻合及胆肠吻

合，术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狭窄情况，选择合适的重建

方法。虽然目前没有统一标准，但对于肝移植后胆道

吻合口狭窄再次行胆道重建的方法更倾向于选择肝肠

吻合或胆肠吻合，这样能够避免胆管吻合张力过大的

情况，而胆管端端吻合只有在吻合口狭窄节段较短且

胆管条件好时才采用，因此一般不适用。 

5    小　结

虽然肝移植手术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术后胆道

吻合口狭窄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肝移植术后发

生胆道吻合口狭窄不仅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

增加治疗成本及病死率。虽然胆道吻合口狭窄的病因

及机制并未完全清楚，但早期诊断和治疗已经成为共

识。重视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问题，探索并

优化个体化诊疗方案，才能改善受者预后，提升肝移

植术后长期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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